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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的城市边缘区生境服务评估
与分区

夏哲一１，刘黎明１，∗，袁承程１，魏　 雪２，黄家嗣１，王　 怡３

１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２ 河南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０

３ 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要：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和乡村交接的社会⁃生态脆弱区，科学评估其生境服务，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在生境服务评估中将社会和生态视角进行整合，有利于制订具有接受度和包容性的保护与管理策略。 以上海市青浦

区为例，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构建“生境质量⁃生境感知”的生境服务评估框架，综合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和 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开展评估，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生境质量和生境感知的耦合协调关系，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协调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生境服

务分区。 结果表明：（１）研究区生境质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分布呈“西高东低”格局；生境感知空间分布则多临近水系呈

“条带状”格局。 （２）生境质量与生境感知的耦合协调程度为轻度失调，且失调单元较多。 （３）社会经济因素为耦合协调空间分

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多与景观格局因素共同作用。 （４）基于生境质量和生境感知的匹配与耦合协调关系，可将研究区划分为

４ 大类、１２ 小类生境服务区，以进行针对性保护与管理。 研究结果可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境综合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社会⁃生态系统；生境质量；感知；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城市边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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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ｗｅｌｖｅ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ＳｏｌＶ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ａｒｅａｓ

生境又称栖息地，为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与繁衍的环境［１］。 生境服务（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在“千年生

态系统评估”中属于生态系统支持服务类别［２］，是为物种提供生存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从而维持人类福祉

的一项服务［３—５］，也是提供其它生态系统服务的必要先决条件［６］。 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和乡村交接的过渡地

带，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频繁交互的社会⁃生态脆弱区，其生境服务受到城市扩展和乡村城镇化的深刻影

响［７—８］。 一方面，城市用地扩展和人类活动干扰造成了自然生境的大量丧失和破碎化，导致了生境服务的衰

退［９—１０］；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增

强［１１］，部分管理者尝试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来维持生境［１２］。 城市边缘区的这些多样化特征表明，需要采

取综合性视角对生境服务进行合理评估，既要在生态层面维持生境服务的持续提供，也需在社会层面减少干

扰并同时满足居民对服务的合理诉求，从而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生境服务评估研究主要涉及生态维度，即生态系统的内在特征对于物种或生态系统健康维持的贡

献［６，１３］。 生态维度评估多基于物种尺度与景观尺度开展［１４］，其中，物种尺度研究往往采用样方法与样线法进

行实地调查，并计算物种多样性指数来表征异质性［１５］；景观尺度研究则运用 ３Ｓ 技术与生态模型等手段［１６］，
基于土地利用 ／覆被量化生境质量［４］或生境适宜性［５］等指标，并进一步探讨景观异质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联

与反推改善措施［１７］。 同时，亦有研究涉及生境服务的社会维度，即人类从生境中获得的或对其赋予的价

值［１８］。 社会维度评估聚焦于景观尺度，采用问卷、访谈和参与式制图等社会调查方式，捕捉人们对服务的感

知［１９］。 社会维度研究也进一步与公民科学获取的数据相结合开展评价，从而充分发挥社会在生境保护中的

作用［２０］。 然而，生境服务的生态与社会评估往往被分开考虑［２１］，需要将这两个维度进一步整合分析，使研究

结果与保护决策具有可行性、包容性并被社会所接纳［２１—２２］，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目标。
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为生境服务的综合评估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框架［２３］。 这一分析视角来源于社会⁃生态

系统研究［２４］，其将景观视为局域性的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系统，从社会和生态的交叉整合视角对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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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２５］。 生境服务是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桥梁，采用社会⁃生态耦合视角对其进行评估能融合基

于土地利用 ／覆被和专家知识的生态模型，以及基于参与式方法和地方知识的社会感知分析，从而将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人类福祉维持的目标进行整合以推动地区可持续发展［２２—２３］。 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区，其人地互动

较为频繁，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故将“人”的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以分析社会

与生态的耦合互动关系具有必要性。 已有学者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开展了生境服务评估研究。 例如，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等［２６］ 将受威胁物种的分布与物种保护的社会意义同时纳入规划分区中，得到生境保护的优先级。
潘健峰等［２７］构建了感知生物多样性价值与生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综合评估。 然而，目前基于该视

角的研究案例多聚焦于自然保护地与农业景观［２６， ２８］，对于城市边缘区关注较少；此外，现有研究往往在识别

和评估阶段得出结论，缺乏对生境服务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难以为后续分区保护提供针对性措施。
鉴于此，本研究以位于上海市边缘区的青浦区为例，采用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从生境质量和生境感

知两方面评估生境服务，探究两者的空间分布特征；此外，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生境质量

和生境感知的相互关联及其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并对生境服务进行综合分区，从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以

及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１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青浦区位于上海市西部，地处长三角中心区，地理范围为 １２０°５３′—１２１°１７′Ｅ、３０°５９′—３１°１６′Ｎ（图 １）。
地区总面积 ６６８．５４ ｋｍ２，其中耕地占比 ３３．８６％，林地占比 １４．９９％，水域占比 １３．１６％，西北部的淀山湖为上海

市最大的淡水湖泊。 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包含红隼（Ｆａｌｃｏ ｔｉｎｎｕｎｃｕｌｕｓ）、貉（Ｎｙｃｔｅｒｅｕｔｅｓ ｐｒｏｃｙｏｎｏｉｄｅｓ）等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图 １　 研究区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近年来，作为城市边缘区的青浦区正经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人口的集聚和建成区的扩展在推动社会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自然生境的减少和景观的破碎化［２９］，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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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青浦区成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战略导

向［３０］。 在此背景下，探究该地区生境服务特征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典型意义。

图 ２　 研究方法与路线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 生态系统服务和权衡的综合评估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ＳｏｌＶ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ＮＤＶＩ： 归 一 化 植 被 指 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栅格、矢量及统计数据。 其中，栅格数据主要包括：（１）土地利用 ／覆被数据，来源

于欧洲航天局（ＥＳＡ）基于哨兵影像绘制的 ２０２０ 年全球土地覆被数据集［３１］，分辨率 １０ ｍ，并基于该数据分辨

率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 ２ 软件计算景观水平（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的景观指数。 （２） 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 ＡＬＯＳ ＤＥ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ａｒｔｈｄａｔａ．ｎａｓａ．ｇｏｖ ／ ），分辨率 １２．５ ｍ。 （３）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ｓｄｃ．ｏｒｇ．ｃｎ ／ ）２０２０ 年全国 ＮＤＶＩ 最大值数据集［３２］，分辨率 ３０
ｍ。 （４）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并参考杨忍等［３３］的

方法采用村域边界进行提取。 根据研究区尺度特征，所有栅格数据重采样为 １０ ｍ。
矢量数据主要包括：（１）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所需的参与式制图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开展的问卷调查与填图，经数

字化而成，具体处理见 ２．２ 节。 （２）道路数据，来源于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ｈｔｔｐ： ／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ｇｅｏｆａｂｒｉｋ．ｄｅ ／ ），采用村

域边界进行提取。 统计数据为人口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青浦区统计年鉴》（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ｈｑｐ．ｇｏｖ．ｃｎ ／ ｓｔａｔ ／ ）
及各镇、街道统计年鉴。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 Ｍａｒｔíｎ⁃Ｌóｐｅｚ 等改进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域的级联模型框架［３４］，对城市边缘区生境服务进

行评估与综合分区，具体研究方法与路线如图 ２ 所示。
２．１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本研究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３．１３．０ 模型的生境质量模块对

生境服务的质量层面进行评估。 该模块通过分析土地

利用类型对不同威胁因子的敏感性计算生境退化度，并
进一步得到生境质量。 其中，生境退化度计算公式

如下：

Ｄｘｊ ＝ ∑
Ｒ

ｒ ＝ １
∑
Ｙｒ

ｙ ＝ １

ｗｒ

∑
Ｒ

ｒ ＝ １
ｗｒ

æ

è

ç
ç

ö

ø

÷
÷
ｒｙ ｉｒｘｙ βｘ Ｓ ｊｒ （１）

ｉｒｘｙ ＝ １ －
ｄｘｙ

ｄｒｍａｘ

æ

è
ç

ö

ø
÷ （２）

ｉｒｘｙ ＝ ｅｘｐ － ２．９９
ｄｒｍａｘ

æ

è
ç

ö

ø
÷ ｄｘｙ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３）

式中， Ｄｘｊ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 中栅格 ｘ 的生境退化度； Ｒ
为威胁因子数量； ｒ 为威胁因子种类； Ｙｒ 为威胁因子 ｒ
的栅格数； ｗｒ 为威胁因子 ｒ 权重； ｒｙ 为栅格 ｙ 的威胁因

子数量； ｉｒｘｙ 为栅格 ｙ 的威胁因子 ｒ 对栅格 ｘ 的影响程

度； βｘ 为生境抗干扰程度； Ｓ ｊｒ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 对威胁

因子 ｒ 的敏感性； ｄｘｙ 为栅格 ｘ 与栅格 ｙ 的线性距离；
ｄｒｍａｘ 为威胁因子 ｒ 的最大影响距离。

生境质量计算公式如下：

Ｑｘｊ ＝ Ｈ ｊ １ －
Ｄｚ

ｘｊ

ＤＺ
ｘｊ ＋ ｋｚ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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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ｘｊ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中栅格 ｘ 的生境质量； Ｈ ｊ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的生境适宜度； Ｄｘｊ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中
栅格 ｘ 的生境退化度； ｚ 为常量，一般取模型默认参数值； ｋ 为半饱和常数，一般取生境退化度最大值的一半。

根据青浦区实际情况，本研究将耕地、建设用地、公路和铁路设为威胁因子，对各威胁因子的权重与最大

影响距离，以及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境适宜度与对不同威胁因子的敏感性进行设置。 设置的基本原则为：越
自然、越复杂的生境其适宜性越高，单一人工环境的生境适宜性低；自然环境对外部威胁因素敏感性最高，其
次是半人工环境，而人工环境基本不受影响［３５—３６］。

关键参数的设置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指导手册推荐值［３５］的基础上，参考相近研究区的

案例研究［３０，３７—３９］、城市边缘区的案例研究［４０—４１］以及研究区的自身特征（如耕地具有人类活动影响，但青浦区

保留有较多江南传统耕作模式农田，是重要野生动物的补充栖息地，具有一定的生境适宜度），进行初步赋

值；第二步，参考 Ａｚｎａｒｅｚ 等［１７］的研究设计，邀请熟悉该地区的专家学者对模型输入参数进行咨询与讨论，根
据其建议对设定值进行调整与修正，最终确定各项参数值，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示。

表 １　 威胁因子权重与影响距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ｒｅａｔ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威胁因子
Ｔｈｒｅａｔ

最大影响距离 ／ ｋ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空间衰减类型
Ｄｅｃａｙ ｔｙｐｅ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０．５ ０．３ 线性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８ ０．８ 指数

公路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４ ０．４ 线性

铁路 Ｒａｉｌｗａｙ ３ ０．４ 线性

表 ２　 生境适宜度与对不同威胁因子的敏感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ｓ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

生境适宜度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威胁因子敏感性 Ｔｈｒｅａ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公路

Ｈｉｇｈｗａｙ
铁路

Ｒａｉｌｗａｙ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０．７ ０ ０．５ ０．２ ０．１

有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１ ０．６ ０．８ ０．７ ０．６

灌木林地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０．８ ０．４ ０．５ ０．７ ０．６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７５ ０．５ ０．５ ０．２ ０．２

水体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 ０．８ ０．７ ０．８ ０．４ ０．４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０．８５ ０．８ ０．９ ０．５ ０．５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０ ０ ０ ０ ０

裸地 Ｂａｒｅｌａｎ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　 参与式制图与 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制图和 ＳｏｌＶＥＳ ３．０ 模型对生境服务的社会感知进行评估。 参与式制图是社会调查方

法和 ＧＩＳ 技术的结合，可获得受访者主观感知的空间信息，目前已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价值评估［１９］。
课题组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在研究区开展参与式制图与问卷调研，受访者限定为当地居民，以确保其对研究区的熟

悉度和对生境服务社会价值体验的准确性。 问卷主要包含 ３ 个部分：（１）调研目的介绍与地图识别：向受访

者展示 Ａ３ 规格的青浦区卫星影像，并让受访者在图中识别标志性地点以建立正确的空间方向［４２］；（２）社会

价值点标绘：邀请受访者回答生境感知的问卷题项“哪些地方拥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 ［４３］，并在研究区

地图上标记感知生境服务的地点；（３）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 共发放问卷和填图 ２２７ 份，有效回收 ２２３ 份，
有效率 ９８．２４％。 受访者中，男女性别占比分别为 ６３．１８％和 ３６．８２％；年龄以 ３６—５５ 岁最多，占 ４０． ７２％；
５６．８２％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说明受访者整体教育水平较高，能较好地理解问卷内容［４３］。

对于参与式制图得到的价值点数据，本研究利用 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 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采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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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空间显式方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感知，评估结果由 ０—１０ 的价值指数表示［４４］。 模型所需数据包

括经数字化后的参与式制图点数据，以及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坡度、距道路距离和距水系距离 ５ 种

环境图层。 具体运行过程如下：（１）对社会价值点进行平均最近邻分析，并计算平均最近邻比率（Ｒ 值）及其

标准差（Ｚ 值）判断点数据的空间聚集、随机或离散分布模式；（２）采用核密度分析探究价值点的总体分布特

征；（３）将归一化的核密度分析与最大熵（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相结合，运用机器学习方法估计环境图层约束下最大

熵的概率分布，并生成价值指数地图；（４）统计 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以评估模型可靠性，ＡＵＣ 值大于 ０．７０
表明模型结果有效［４５］。
２．３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判别生境质量和生境感知的耦合协调关系。 研究选择村域作为分析单元

（共计 １９５ 个村域管理单元，包括 １８４ 个行政村、１０ 个中心区以及 １ 个淀山湖单元）。 除淀山湖单元外，青浦

区村域单元面积的变化与差别较小；且村域单元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保护在空间上落实的最小单元［４６］，以
其为评估单元能明确生境保护要求下各村域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与方向定位。 首先，为了使

生境感知的评估结果范围与归一化生境质量（０—１）相匹配，将感知结果值进行 ０—１ 缩放至同一区间。 然

后，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采用自然断点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４ 个等级：严重失调、轻度失调、初级协调和良好协

调［４７］。 计算公式如下：

Ｄ ＝ 　 Ｃ × Ｔ 　 　 　 　 （５）

Ｃ ＝ ２
　 ＸＥ × ＸＳ

ＸＥ ＋ ＸＳ( ) ２ （６）

Ｔ ＝ α × ＸＥ ＋ β × ＸＳ （７）
式中， Ｄ为生境质量和生境感知的耦合协调度； Ｃ 为耦合度； Ｔ为综合协调指数； ＸＥ 、 ＸＳ 分别为生境质量和生

境感知的计算结果； α、β 为待定权重，生境质量和生境感知同等重要［２７］，故取 α ＝ β ＝ ０．５。
２．４　 地理探测器

本研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生境质量和生境感知耦合协调关系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４８］。 其中，因子

探测用于明确影响因素的解释程度，用 ｑ 值度量，ｑ 值越大表明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关系空间分布的影响越

大，计算公式如下：

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 σ２

ｈ

Ｎ σ２ （８）

式中， ｑ 为各因素的解释程度大小； ｈ 为变量或影响因素的分级； Ｌ 为影响因素的样本数； Ｎｈ、Ｎ 分别为分级 ｈ
和全区的单元数； σ２

ｈ、σ２ 分别为分级 ｈ 和全区的方差。
交互探测则用于分析两个因子之间属于相互作用或是独立作用，两个因子间的关系可分为非线性减弱、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双因子增强、独立和非线性增强 ５ 类［４８］。
参考相关文献［３６， ３８—３９，４９］，本研究选取了 １１ 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包括 ＮＤＶＩ、土地利用类型，景观水平的

斑块密度（ＰＤ）、斑块丰富度（ ＰＲ）、连接性（ＣＯＮＮＥＣＴ）、聚集度（ＡＩ）、香农多样性（ ＳＨＤＩ）和香农均匀度

（ＳＨＥＩ）等 ６ 个景观指数，以及 ＧＤＰ、人口密度和道路密度等 ３ 个社会经济因素。 各影响因素均采用村域尺度

进行统计分析，并运用自然断点法进行离散化分级处理，导入地理探测器中进行运算。
２．５　 分区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５０—５１］，本研究将生境质量与生境感知的匹配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相结合，对生境服务进行

综合分区。 首先，基于村域单元，对生境质量与生境感知评估结果分别进行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并以标准化后的

生境感知为 ｘ 轴，标准化生境质量为 ｙ 轴构建二维坐标系。 坐标系四象限将生境质量与生境感知的匹配关系

划分为 ４ 种类型：高质量⁃高感知、高质量⁃低感知、低质量⁃低感知和低质量⁃高感知，分别对应第一至第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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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然后，将匹配结果与耦合协调程度相结合，对不同匹配类型进一步细分（图 ２）。 根据两者的空间叠加产

生的组合类型，对青浦区生境服务进行分区，结合区内主导影响因素探究其具体特征。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境质量空间特征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计算得到青浦区生境退化度，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自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弱退化、较弱退

化、中等退化、较强退化和强退化 ５ 个等级（图 ３）。 结果表明，青浦区生境退化度平均值为 ０．２２４，总体处于较

弱退化程度，弱退化、较弱退化、中等退化、较强退化和强退化占比分别为 ３６．３１％、３８．３８％、４．９３％、１５．９８％和

４．４０％。 从空间格局来看，生境退化程度强和较强地区主要包括西南部的太浦河和泖河沿线，以及中部和东

部城区的河流及公路沿线；退化程度弱和较弱地区集中分布于中部城区和东部，部分分布于西部地区；退化程

度中等地区则主要集中分布于西部淀山湖与元荡的周边地区。

图 ３　 生境退化度与生境质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基于生境退化度结果进一步计算得到生境质量，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等间距分类法，将其划分为低（０—
０．２）、较低（０．２—０．４）、中等（０．４—０．６）、较高（０．６—０．８）和高（０．８—１）５ 个等级（图 ３）。 结果表明，青浦区生

境质量平均值为 ０．３４０，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生境质量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等级占比分别为 ３６．２９％、
２０．９１％、４．５４％、３６．６７％和 １．５９％。 从空间格局来看，生境质量总体呈“西高东低”分布。 生境质量较高及高值

区主要分布于在西部的淀山湖和元荡，西南部的练塘镇、金泽镇和朱家角镇，以及东北部的白鹤镇；生境质量

较低和低值区分布于中部的青浦城区，东北部开发程度相对较高的徐泾镇和华新镇，亦有部分分布于西南部

淀山湖、泖河和太浦河交界地区；生境质量中等地区则聚集在金泽镇中部与练塘镇北部地区。
３．２　 生境感知空间特征

对获取的有效填图进行数字化，２２３ 名受访者共标绘出 ３０５ 个生境感知点，平均每人标绘 １．３７ 个点。 平

均最近邻分析结果中，Ｒ 值为 ０．２９３，Ｚ 值为－２３．６２９，表明这些点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适于进一步分析。 核

密度分析结果显示（图 ４），感知点多分布于青西郊野公园、环城水系公园、三泖森林和九州仙境等公共绿地，
以及淀山湖、大莲湖和太浦河等水系，亦有部分位于蔡浜村、安庄村和张马村等绿化较好的村庄，以有林地、灌
木林地、草地和水体为主。

基于 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计算得到青浦区生境感知的价值指数空间分布（图 ４）。 与生境质量相比，生境感知的

空间分布更为广泛，总体以低价值分布为主。 价值中高地区主要呈“条带状”分布，即邻近于西部、中部和东

北部的带状分布的河流水系。 用于验证 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有效性的 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ＡＵＣ）值为 ０．９０９，大于 ０．７０，
表明模型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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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生境感知点的核密度与价值指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生境感知价值指数结果无量纲，范围为 ０—１０

３．３　 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图 ５　 生境质量⁃生境感知耦合协调程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青浦区生境质量与生境

感知的耦合协调程度。 从整体来看，青浦区生境质量与

生境感知的耦合度为 ０．８３５，耦合协调度为 ０．４２８，为轻

度失调水平。 严重失调、轻度失调、初级协调和良好协

调的单元数量分别为 ２９、７０、４９ 和 ４７ 个，占比分别为

１４．８７％、３５．９０％、２５．１３％和 ２４．１０％，较多的失调单元表

明整体生境质量与生境感知的协调发展程度需进一步

提升。
从空间格局来看（图 ５），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呈“西

高东低”分布。 严重失调地区集中分布在研究区东北

部的村庄。 轻度失调地区主要包括中部和北部的大部

分村庄。 初级协调地区呈“多块状”格局，分布在中部、
西部地区以及北部的部分村庄。 良好协调地区则包含

练塘镇南部与北部、金泽镇大部地区以及淀山湖，表明

区内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３．４　 耦合协调影响因素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得到各因素对于生境质量⁃生境感知耦合协调程度的影响强度（表 ３）。 结

果表明，除景观连接性的解释力（ｑ 值）不显著外，其余 １０ 个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从 ｑ 值

大小来看，各因素的解释力从大到小分别为道路密度＞ＧＤＰ＞斑块丰富度＞斑块密度＞土地利用类型＞人口密度

＞香农多样性＞聚集度＞ＮＤＶＩ＞香农均匀度。 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因素是生境质量⁃生境感知耦合协调程度空间

分异的主要驱动力，景观的空间格局亦能影响耦合协调关系的变化。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得到各因素两两相互作用对于生境质量⁃生境感知耦合协调程度的解释力

（图 ６）。 结果显示，任意两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表明多个

因素综合作用于耦合协调程度的空间分异。 从交互作用大小来看，香农多样性∩道路密度的解释力最强，其
次为斑块丰富度∩道路密度、香农均匀度∩道路密度。 由此可见，作为主导因子的社会经济因素往往与景观

格局因素共同作用，从而增强了对耦合协调关系分异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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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生境质量⁃生境感知耦合协调的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影响因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ＮＤＶＩ

土地利
用类型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

斑块密度
ＰＤ

斑块
丰富度
ＰＲ

连接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

聚集度
ＡＩ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多样性
ＳＨＤＩ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均匀度
ＳＨＥＩ

ＧＤＰ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道路密度
Ｒｏａ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ｑ ０．１８６∗∗ ０．２３３∗∗ ０．２５４∗∗ ０．２９８∗∗ ０．００７ ０．１８８∗∗ ０．２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３２４∗∗ ０．２２０∗∗ ０．５８０∗∗∗

　 　 ＮＤＶＩ： 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ＰＤ： 斑块密度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 斑块丰富度 Ｐａｔｃｈ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 连接

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ａｎｃｅ； ＡＩ： 聚集度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ＤＩ：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多样性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ＥＩ：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均匀度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分别表示在 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图 ６　 生境质量⁃生境感知耦合协调的影响交互探测结果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３．５　 生境服务综合分区

根据生境质量⁃生境感知的匹配关系与耦合协调关系的叠加分析，可将青浦区 １９５ 个村域单元的生境服

务保护与管理类型划分为 ４ 大类、１２ 小类地区（图 ７），结合主导影响因素说明如下：
（１）高质量⁃高感知区。 该类地区包括 ４０ 个村域单元，占比 ２０．５１％。 从耦合协调角度，可进一步分为 ２

小类地区，按照保护与管理优先序依次为：Ⅲ区（初级协调）和Ⅳ区（良好协调），分别包含 ９ 和 ３１ 个单元。 该

类地区主要集中于研究区西部的淀山湖周围，包括金泽镇的大部地区以及练塘镇的中部和南部村庄，并零散

分布于研究区中部。 该类地区特点为林地和水体占比较高，景观具有较高的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生境质

量和感知均达到高水平。
（２）高质量⁃低感知区。 该类地区包括 ６６ 个村域单元，占比 ３３．８５％。 从耦合协调角度，可进一步分为 ４

小类地区，按照保护与管理优先序依次为：Ⅰ区（严重失调）、Ⅱ区（中度失调）、Ⅲ区（初级协调）和Ⅳ区（良好

协调），分别包含 １、２８、２６ 和 １１ 个单元。 该类地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部的练塘镇和朱家角镇，以及北部的

白鹤镇。 该类地区耕地占比高，裸地占比低，城镇化水平较低。
（３）低质量⁃低感知区。 该类地区包括 ４４ 个村域单元，占比 ２２．５６％，从耦合协调角度，可进一步分为 ２ 小

类地区，按照保护与管理优先序依次为：Ⅰ区（严重失调）和Ⅱ区（中度失调），分别包含 ２４ 和 ２０ 个单元。 该

类地区集中分布于研究区的东北部的徐泾镇、华新镇和白鹤镇。 该类地区耕地和裸地占比高，建设用地占比

低，景观丰富度、聚集度和多样性较低，生境质量和感知均表现为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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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的生境服务分区

Ｆｉｇ．７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ｚｏ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４）低质量⁃高感知区。 该类地区包括 ４５ 个村域单元，占比 ２３．０８％。 从耦合协调角度，可进一步分为 ４
小类地区，按照保护与管理优先序依次为：Ⅰ区（严重失调）、Ⅱ区（中度失调）、Ⅲ区（初级协调）和Ⅳ区（良好

协调），分别包含 ４、２２、１４ 和 ５ 个单元。 该类地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中东部的青浦城区，包括盈浦街道、夏阳街

道和香花桥街道的大部分单元，部分扩展至赵巷镇南部和朱家角镇北部。 该类地区林地和水体占比低，导致

了生境质量的较低水平；但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居民能充分认识与重视生境服务的社会价值。

４　 讨论

４．１　 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下的生境服务特征

本研究设计了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参与式制图和 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耦合的社会⁃生态分析路径，并将其应用于生

境服务评估中。 这一研究视角属于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范畴，适用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较为频繁的

城市边缘区，研究结果有助于协调生境维持与居民福祉增进下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这一交叉视角也呼应了

生境保护中价值多元化的诉求［１３，５２—５３］。 一方面，生境质量维度基于生态中心主义观念，认为生物多样性本身

具有“内在价值”，与对社会是否有用无关［３５，５４］；另一方面，生境感知维度则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要考虑

人与自然互动中形成的“关系价值”，与人类福祉直接相关［５５］。 本研究将两者进行耦合，有助于整合两种互

补的观念体系，使生境保护真正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综合保护［２２］。
基于生境服务的生态视角，青浦区生境质量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与 Ｂａｉ 等［３７］ 和陈实等［４９］ 涵盖该

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青浦西部地区作为上海市主要水源地及农林业发展地区，生境保护较

好；东部地区则受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虹桥枢纽和新城建设使得东部建成区迅速扩展，对生境质

量造成了一定影响。 而基于生境服务的社会视角，目前尚缺乏对青浦区生境感知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发现居

民感知整体特征并未出现明显的“西高东低”格局，而是与河流湖泊等特定生态系统及景观要素较为临近。
与这一发现类似，王玉等［４５］对其它案例区的研究亦得出距水体和湿地越近的地区其生境的社会价值感知越

高的结果。 此外，生境质量与生境感知的总体耦合协调程度仅为轻度失调水平，且生境感知滞后于生境质量，
与潘健峰等［２７］的研究相一致，说明生境感知尚未实现与生境质量的同步发展，需要在管理中提升其匹配度与

协调性。
４．２　 分区管理启示

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对生境服务进行评估与分区，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生态系统管理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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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提供合理依据［２３］。 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逐步推进的背景下，可将此评估框架整合到村庄规划的生态保

护落实中，以更好地制定相应管理策略［４６］。 尤其是在城市边缘区村庄规划的生境保护修复与管理实践中，可
应用社会⁃生态耦合分析方法，将“自上而下”的生境质量分析与“自下而上”的居民感知相连接，并根据其匹

配和协调关系进行空间分区，以加强规划的公众参与性与价值包容性。 此外，实践中可参考耦合协调的影响

因素对各区进行保护措施的调整与改善，从而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 具体而言，对于本研究中划分的生境服

务特征单元，提出如下管理策略：
（１）对于高质量⁃高感知区，该区包含大莲湖蛙类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朱家角虎纹蛙野生动物重要栖息

地以及练塘三泖湿地等生物栖息地，生态基础良好，社会对生境服务的感知程度亦较高。 因此，该区在管理中

应继续发挥现有的社会和生态优势，一方面应实施严格的生境保护措施，禁止对环境有害的新开发和经营活

动，降低城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以维持生境质量；另一方面可适当挖掘旅游资源，适度探索生态旅游的发展

模式，以进一步促进生境感知［５１］。
（２）对于高质量⁃低感知区，其生态质量较高，而居民的社会感知程度较低，故该区在通过限制生产活动以

维持高生境质量的同时，应大力开展生态保护的科学教育与知识普及活动，让当地居民充分意识到生境的社

会价值。
（３）对于低质量⁃低感知区，未来需要在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方面进行加强。 一方面，通过国土综合整

治和生态修复等工程技术手段，调节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过程，提高生境质量；另一方面，改善地区道路交通

和游憩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开展生态旅游，在保护生境的同时增进其带来的社会福祉。
（４）对于低质量⁃高感知区，该区人类活动较为频繁，未来应控制城镇化和土地开发强度，积极推进绿色基

础设施建设，探索“生境花园”等保护模式，提高地区居民与自然的接触度；同时，也要考虑居民的观点和看

法，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将居民感知纳入生境保护与管理决策中［２７］。
４．３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解决。 第一，本研究的生境质量模型参数参考了模型使

用手册、相近研究区的现有文献以及专家意见修正来综合确定，但仍缺乏实测数据，后续研究中应结合生物多

样性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并对参数进行本地化完善。 第二，模型中的部分因子仍需细化考虑，如青浦区耕地

占比较高且存在不同耕作模式，后续可对耕地进行细分处理。 第三，本研究分析了青浦区生境服务的空间分

异，而未考虑时间分异，原因在于生境感知维度来源于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难以获得时间分异结果，这亦是

参与式制图研究面临的挑战。 后续研究一方面应考虑进行跟踪调查以获得社会感知的时间演变，另一方面可

对社会特征和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进行关系建模，以重建生境感知的演变模式。

５　 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构建了“生境质量⁃生境感知”的生境服务评估框架，分别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

型和 ＳｏｌＶＥＳ 模型从景观尺度测算了上海市青浦区的生境质量和生境感知程度，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

两者的协调关系，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耦合协调关系的自然与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主要结论如下：
（１）生态维度下，青浦区生境质量均值为 ０．３４０，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上呈“西高东低”分布；社会维度

下，生境感知价值指数则多沿水系呈“条带状”分布。
（２）青浦区生境质量与生境感知的耦合协调度为 ０．４２８，为轻度失调；村域单元中轻度失调单元亦最多，

数量占比为 ３５．９０％，协调程度需进一步提升。
（３）道路密度和 ＧＤＰ 等社会经济因素为生境质量⁃生境感知耦合协调程度分异的主要驱动力，且这些因

素往往与斑块丰富度和景观多样性等景观格局因素共同作用，增强了对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４）基于生境质量⁃生境感知的匹配结果，可将青浦区划分为 ４ 大类生境服务区，其中高质量⁃低感知区较

多；结合耦合协调关系结果，可进一步划分为 １２ 小类地区，从而因地制宜地开展保护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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